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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演变、修复
与保护
赵志刚，史小明

摘要 探讨了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动态变化及演变趋势，分析了湿地面积变化、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退化现状与原因。分析表明，国家近20年来在青藏高原实施的生态保护、修复及生

态工程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形势依然严峻。生态保护和修

复是一项系统、长期的工作，今后要加强生态修复技术研发项目与工程类项目的衔接，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提高退化湿地的自然恢复能力。同时，要构建适于青藏高原高寒湿地保护效

应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完善重大工程项目的系统监测与评价。在黄河、长江上游源区布

局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将与三江源区同样重要的黄河首曲湿地、若尔盖湿地纳入

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科技服务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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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

称，平均海拔大于4000 m，核心部分更超过5000 m，
是地球上分布面积最大、纬度最低、海拔最高、形成

时代最新的巨型地貌单元，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1]。青藏高原是长江、黄河等 10余条

河流的发源地，水资源量约为 5700×108 m3，占中国

水资源总量的20%[2]，是中国和亚洲的“江河”源区。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多

样、独具特色的生态系统类型和珍稀动植物种类，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和高寒生物自

然种质资源库[1]。青藏高原高寒环境下发育的生

态系统非常脆弱，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

十分敏感，是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

和“敏感区”。

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主要包括草地、湿地、

荒漠及森林等类型。青藏高原拥有世界上独特的

高原湿地，面积超过 1×105 km2，占全国湿地面积的

近 30%[3-4]，主要分布在三江源区、羌塘高原东部和

南部、甘南高原及若尔盖高原，具有生态蓄水、水源

补给、气候调节等重要的生态功能。青藏高原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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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沼泽湿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 3类[5]。根

据已发表资料统计，湖泊湿地面积约 44000 km2，占

青藏高原湿地面积的 33%[6]；沼泽湿地面积约为

21600 km2[7]，占湿地总面积的 17%；河流湿地大多

分布于西藏，面积为 14000 km2，占湿地总面积的

11%[8]。在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下，青

藏高原面临严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如自然灾害增

加、冰川退缩、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草地退化和沙

化、湿地萎缩退化，严重威胁青藏高原江河源区的

水源涵养功能和生态屏障功能。

1 湿地演变动态及成因

1.1 湿地萎缩与水文变化

近几十年来，青藏高原气候变化表现出“暖湿

化”趋势，即温度升高，降水量增多[9]，而典型高寒

湿地总体上却呈现退化趋势[4,7,10]。不同时期的研

究都表明了相近的趋势，比如在 1970—2006年，青

藏高原湿地以每年 0.23%的速率退化，湿地总面积

减少了 2970 km2[4,11]。而且，地区间差异明显：1986
—2000年长江源区湿地萎缩了将近 18%，黄河源

区湿地面积减少了将近 10%，若尔盖地区在 1989
—2004年湿地面积减少了 13%[10]。这些地区的湿

地萎缩以沼泽湿地退化为主，比如长江源区湿地萎

缩面积的 93%、黄河源区湿地萎缩面积的 54%以

及若尔盖地区减少的 97%均为高寒沼泽湿地的退

化[10]。从时间上看，与 20世纪 90年代相比，2000—
2015年间若尔盖湿地面积依然在萎缩，退化程度

减轻[12]；2000年后湿地萎缩态势减缓，大部分地区

退化幅度明显减缓、出现局部逆转趋势[13]。Niu
等[14]发现1978—1990年青藏高原湿地退化达66%，

由于 1990—2008年期间冰川冻土消融新产生约

6000 km2湿地，减缓了青藏高原湿地的退化。不同

类型湿地的变化趋势存在显著差异[15]，其中湖泊湿

地面积呈现增加趋势，河流湿地、沼泽湿地、泥炭湿

地面积先减少后增加。1970—2010年数据显示，

淡水沼泽、盐沼和沼泽化草甸分别减少了 47%、

54%、16%，变化最大的区域是昆仑-阿尔金-祁连

流域和羌塘流域，总体上青藏高原湿地面积减少了

6%[16]。

由于青藏高原面积广泛、地形复杂，高寒湿地

变化动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呈现“东-西”差异。

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由于气候变暖背景下降水量的

增加[7]，气候呈现“暖湿化”，使湖泊湿地水位上升、

沼泽湿地储水量增加，湖泊水位和水量总体呈升高

趋势[17-19]；有些区域如青藏高原中南部，虽降水量

呈现下降趋势，但由于受冰川积雪融水补给的影

响[7]，水量仍呈现增加趋势[6]。而在青藏高原东部，

若尔盖高原近 30年来呈现出“暖干化”趋势，沼泽

湿地蒸散量增大、水位下降，因而沼泽湿地的储水

量明显减少[7]。1991—2016年川西北和甘南地区

沼泽湿地面积共减少了 1090 km2，沼泽湿地主要演

变为高寒草地，沼泽湿地的破碎程度增大，人为因

素（如畜牧业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是影响该地区

沼泽湿地面积变化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气候因素

（温度和蒸发量）的影响[20]。

高原湿地承接和调节着高原山区的冰雪融水、

地表径流，控制着土壤侵蚀，对维持水量平衡等生

态水文过程起着重要作用。气温的增加使每年非

冰期（地表未结冰）时间延长[21-22]，导致植物生长季

变长，年蒸散速率增大[23]，地表水和地下水减少。

在若尔盖地区，相对于黄河源区及白河流域，气温

的升高（1985—2007年）使黑河流域对黄河的补给

量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沼泽湿地面积较大

（占 40%），对气温升高更敏感；而且，长期增温情况

下非冰期每年延长约 2.64 d，生长季每年延长约

0.26 d，地表蒸散量增大，导致地表更干，径流减

少[24]。另一方面，增温同时使冰川和冻土消融，导

致湖泊湿地面积扩张，河流水量增大[25-27]。在长江

源区，通天河和直门达的沼泽湿地在 1975—2004
年分别减少了 28%、30%，但是前者的变化导致了

雨季径流量的增大，而后者导致径流量的减小，这

种影响差异可能与地区的植被盖度变化、永久冻土

变化及冰雪消融对雨季径流量的相对贡献大小有

关[27]。Li等[28]分析了若尔盖黑、白河两大支流径流

量变化的气候和人为因素的贡献，以 20世纪 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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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为参考（1960—1989年），1990年（1990—2011
年）后黑河和白河径流量变化的 55%和 64%归因

于气候因素，其余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1.2 湿地生态系统退化

从影响因素来看，青藏高原高原湿地变化态势

总体上受气候变化控制，自然驱动力（如全球气候

变暖）是青藏高原湿地变化的主导因素，但是高强

度的人类活动（如人工排水、放牧、泥炭开采等）是

局部地区湿地严重退化的重要因素[10,29]。比如，若

尔盖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寒湿地，为了满足放牧

需求，该地区 20世纪 60—90年代大规模人工排水、

扩大牧场，仅 20世纪 70年代就挖掘了约 1000 km
的沟渠[30]，排水影响湿地近 700 km2，占该地区整个

湿地萎缩面积的 27%[31]。根据水文变化，青藏高原

湿地的退化可以分为 3个阶段：第 1个阶段是长期

积水的沼泽（完整的湿地），第 2个阶段为季节性积

水的沼泽（沼泽化草甸，中度退化的湿地），第 3个
阶段是地表无积水的湿地（较干旱的草甸，严重退

化的湿地）[32]。湿地的要素包括湿地水文、湿地植

被和湿地土壤，水分的平衡关系决定了湿地的消

长，水文特征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湿地生态系统的变

化[7]。湿地植物是湿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也是湿

地其他生物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在维护湿地生态

系统平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湿地生态系统退

化主要表现为伴随着水文变化出现的群落、土壤以

及生态系统功能（如碳排放）的退化。

1.2.1 群落及土壤变化

青藏高原高寒沼泽湿地的演变一般表现为沼

泽-沼泽化草甸-典型草甸-退化草甸的退化过程；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如放牧严重），沼泽湿地也可直

接退化为黑土滩、或者沙化土地[33]。而土壤一般经

历泥炭土-沼泽土-草甸土-风沙土的退化过程[29]。

随着湿地的退化、土壤水分的降低，以湿生和水生

植物为主的植物群落逐渐向中生和旱生植物演

变[34]。湿地-沼泽化草甸-草甸演变过程中，植被盖

度、地上生物量及植物高度显著降低[35-36]。湿地退

化后土壤碳储量降低，土壤肥力下降，土壤表层碳

储量减少 16%~32%，有机碳的含量和质量降

低[37-38]，而土壤微生物活性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

变化[39]。放牧会加剧湿地土壤中C、N、P的周转，使

土壤养分输出量增加，土壤有机质及养分含量（如

氮元素和磷元素）降低、pH值升高[35-36,40]。土壤理

化性质的变化驱动植物群落的演变[36,41]。

沼泽湿地退化后，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通常

会增加，群落内物种组成也发生变化[34]，禾草类植

物减少，而双子叶的非禾草类增加[35-36]。植物功能

群的光合速率有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禾草>莎草

>豆科和其他双子叶类杂草，而水分利用效率的表

现则是莎草>禾草>豆科和其他双子叶类杂草[42]。

因此，湿地退化过程中双子叶类杂草的比例增加，

这类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较低，增大了土壤水分的

蒸腾散失，进一步加剧群落生境的“干化”。在湿地

保护和退化湿地恢复过程中，对典型湿地土著物种

的保护和补充要引起重视。随着湿地退化程度加

剧（如极度退化或沙化），以植物为食的动物群落也

发生了变化，如鼠类种群数量不断增大，啃食牧草、

打洞、挖掘土丘，严重破坏土壤结构和原有植被，加

剧了湿地退化、沙化程度。重度退化湿地中植物物

种多样性和土壤氮含量的降低也会引起土壤线虫

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的变化，比如食藻类和杂食类

显著降低，而其他类（如植食性、食肉性、食真菌、食

细菌类）变化较小[43]。

1.2.2 碳排放

在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湿地对CH4和CO2等
气体的固定和释放起着重要的开关作用，被称之为

“转换器”。湿地退化严重影响其碳库功能，主要表

现为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的固定和释放，进

而影响陆地碳循环过程。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湿

地生态系统的演变会改变碳源/汇关系。例如，Li
等[44]在风火山地区研究发现，增温处理下沼泽化草

甸表现为碳汇，高寒草甸表现为碳源，这一趋势在

未来持续升温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增强。若尔盖地

区进一步暖干化、地下水位下降可能使该地区变为

CH4汇[45]。放牧干扰、地表水位、植物地上生物量、

湿地类型与 CO2和 CH4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密切相

关[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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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降低，湿地逐渐干涸，土壤中氧化作

用增强，所累积的有机碳释放回大气中；相反，降雨

增多将导致湿地面积的扩张，水淹程度的加深也将

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中[48]。若尔盖沼

泽湿地经疏水排干后，CH4排放通量显著降低[49]，但

是 CO2和 N2O排放量显著增加。模拟提高水位显

著增加了CH4排放通量，降低了生态系统呼吸和总

的碳排放[50]。沼泽化草甸的 CH4排放量要远远低

于沼泽湿地，而且由于土壤湿度的变化，沼泽化草

甸的 CH4排放表现出极大的空间异质性[51]。湿地

CO2通量是湿地生态系统碳素同化和异化平衡的

结果。在经常性积水条件下，湿地是 CO2的汇；但

是当排水后，土壤中有机物分解速率增大，湿地则

变成了 CO2的源[52]。人们通常主要关注常年积水

的沼泽湿地CH4排放问题，而且大部分研究也只关

注生长季的 CH4通量，忽略了非生长季的贡献，那

么对整个湿地的排放量估计会有偏差。已有研究

发现人工排水导致沼泽变为季节性湿地后，非生长

季排放的 CH4占全年的 CH4排放量的 1/3[53]。通过

修建拦水坝可以有效恢复水位，降低碳消耗率（植

物呼吸和土壤分解），但是不同的植物群落间有很

大差异；而且，修复前后环境因子的相对作用可能

不同，恢复前的碳排放受土壤温度影响，而恢复后

主要与水位相关[54]。

放牧是影响土壤碳源/汇的关键因素之一，对

青藏高原土壤碳排放的影响巨大。放牧显著降低

了湿地的CO2吸收量，增加CH4排放量[46,49]。通过比

较沼泽化草甸和高寒草甸退化对土壤碳排放的影

响，Wang等[55]发现放牧导致的湿地退化明显增大

了土壤碳排放，且 CH4排放速率增大幅度要高于

CO2的增加幅度。但是，放牧因为减少了植物生物

量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从长期来看最终会减少

CH4的排放[56]。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比如开垦、放

牧、污染等），自然湿地的特性发生了改变，在监测

湿地类型、水文、植被等的变化的同时，研究 CO2、
CH4排放量的动态变化，特别要加强研究湿地生态

系统不同演变阶段（自然湿地和退化湿地）CO2、
CH4排放的过程和机理，评估这种变化对区域乃至

全球的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2 生态修复与保护

近 20年来，国务院及地方政府部门批准并实

施了一系列的生态保护规划、建设及生态工程项

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5年以来，在青海先后启动实施了《青海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和《青

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推进了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07年 12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批复的《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

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06—2020年）》，以生态保

护与修复为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9年 2
月，国务院批准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

建设规划（2008—2030年）》；2011年 5月，国务院颁

布了《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

（2011—2030年）》。这些重大生态保护规划与工

程建设项目的实施，各类生态系统恢复技术和可持

续管理措施的示范与推广，获得了一批阶段性成

果[57-60]，取得了较高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一

期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鼠虫害防

治等项目，使项目区草地植被覆盖度增加，草地生

产力提高，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改善，荒漠化明显

遏制，湿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整个生态系统宏观状

况好转[57]。在此基础上继续实施了三江源生态保

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2018年进

行了中期评估，其中对湿地状况的评估表明，通过

采取围栏、设立封育区等措施减少人为干扰，湿地

面积显著增加，植被盖度逐步提高，湿地生态系统

得到了有效保护，湿地功能逐步增强。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

与建设工程”通过重点实施退牧还草、草原鼠害防

治、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森林植被修复与治理、草

原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工程，有效改善和提升了甘南

黄河水源补给功能，但还需要系统的科学评估。而

且，近年来国家布局“十三五”规划，自 2016年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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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区批准实施了 6个重点研发专项，开展

高寒生态系统的修复、保护、示范与可持续管理，应

用基础研究逐渐深入，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也已

初见成效。

总体上，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

遏制，但是生态环境恶化状况并未根本扭转。根据

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现有研究结果看，在全球气候

变化背景下，高寒湿地面积呈现总体减少、局部增

加趋势，植被覆盖度总体呈增加趋势，但植物群落

和土壤总体呈退化趋势，土壤含水量降低，蒸发量

增大，河流径流量减少，碳排放增大，高寒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持续退化，形势依然严峻。

3 问题与建议

1）从各类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与工程建设项

目的实施效果看，项目间存在脱节现象，加性效应

不显著。在三江源、甘南、川西北地区实施的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农业部行业专项、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等重大生态治理与修复项目研发、集成了许多有

效的退化湿地与草地恢复、沙化治理技术措施，但

是与政府的重大生态工程衔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

比较欠缺，项目成效难以深入推广和累积。比如，

若尔盖地区已实施了很多退化湿地修复工程，超过

200 km的水沟已被填埋，恢复湿地 50000 hm2[61]。

工程治理中一般用木板、泥炭包、水泥、沙土包等建

造各种拦水坝，结合播种、禁牧等植被恢复措施，可

以显著提高水位、改善土壤、促进水生植被恢复[62]。

但是此类工程项目遇到的普遍问题是拦水坝不耐

用，有效期太短，主要原因是前期基础研究成果转

化不足，未充分整合现有技术措施，导致工程建设

中的科技含量较低，工程期结束后也缺乏系统的管

理与维护。

要加强生态修复技术研发项目与工程类项目

的衔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高退化生态系统的

自然恢复能力。退化湿地保护与修复的重大生态

工程应该请技术研发项目的主要科研人员全程参

与，整合已有的、或开展针对性的基础研究和技术

研发，提高科学家的话语权，确保各项新技术的综

合应用和有效实施。例如，筑坝恢复退化湿地要特

别注意材料的选用和设计，就地取材（如泥炭土）或

研发其他低成本、环保型筑坝材料，注重修复过程

监测和湿地功能的恢复。在退化程度较轻的区域，

在排除人类活动及放牧干扰后，以近自然恢复为

主，因为土壤种子库能够为植被恢复提供种子

源[63-64]，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同时，地

方政府要主动协调、发挥积极作用，除了严禁开渠

排水、开矿、泥炭开采、减少放牧压力、保护湿地以

外，要配套相应财政补偿和工程投入[65]，积极引入

社会资本，要特别重视筑坝工程后期的监管维护，

以较小的维护代价换取更长期的生态效益。

2）以往实施的生态保护规划、建设及生态工

程项目普遍缺乏科学、系统、有效、长期的监测与评

价，而这是形成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决策的重要前

提。特别是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成效的监测

与评估仍不完善，缺乏系统、全面的评价模式和指

标体系。例如，排水导致湿地退化、水位下降是逐

渐发展的过程，而人工恢复后可以在短期内使水位

快速上升，恢复湿地功能显然不是简单的逆向变

化，这需要监测不同恢复阶段的生态水文和碳排放

过程，分析影响碳循环的主要因素，才能准确评价

湿地恢复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基于监测的结果，采

用先进评估方法构建适于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保

护效应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而且，中国高寒湿

地修复与保护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急需加

强过程机理及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项目，培养一批

湿地修复、保护与评价方面的专业人才。

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

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治理黄河，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强协同配合。三江源区

已是国家公园试点，而同等重要的黄河首曲湿地、

若尔盖湿地这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亦是黄河、长

江的关键水源补给区，同样具有代表性、原真性和

完整性，应该考虑纳入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统筹规

划。将青藏高原整个河流源区的高寒湿地统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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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行分类、分区治理，可以划分为不同功能区，

比如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

等[66]，可以解决不同湿地类型交叉重叠、管理不到

位等突出问题。同时，在长江、黄河上游源头，由国

家林草局牵头布局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站点，

健全科技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建立部门间信息共

享机制。

4 结论

在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下，青藏高

原面临严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典型高寒湿地总

体上呈现退化趋势，包括生态水文过程、植物群落、

土壤及碳排放的变化，严重威胁青藏高原江河源区

的水源涵养功能和生态屏障功能。国家批准、实施

了一系列的生态保护规划、建设及生态工程项目，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生态环境恶化状况并未根

本扭转。高寒湿地面积呈现总体减少、局部增加趋

势，植被覆盖度总体呈增加趋势，但植物群落和土

壤总体呈退化趋势，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仍持续

退化。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高强

度的人类活动是局部地区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项系统、长期的工作，要坚持

科学恢复，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今后要加强

生态修复技术研发项目与工程类项目的衔接，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提高退化湿地的自然恢复能力。同

时，要构建适于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保护效应的评

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完善重大工程项目的系统监测

与评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

为重大国家战略，与三江源区同样重要的黄河首曲

湿地、若尔盖湿地应纳入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统筹

规划。在黄河、长江上游源区布局高寒湿地生态系

统的长期监测，建立健全科技服务平台和信息共享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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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evolution of alpine wetland in Tibetan Plateau and

consideration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AbstractAbstract Tibetan Plateau as a shel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ina, even in Asia, which is also the
key source region of many rivers. Under the joint effects of global changes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many seri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occurred in Tibetan Plateau. Particularly, typical alpine wetland generally shows a trend of
degrad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udies of wetland area change and degradation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ecosystems
and potential causes of wetland degradation, this study addresses dynamical changes and evolutional trend of alpine wetland in
Tibetan Plateau.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conduc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played a large role in
recent twenty years, but the degradation of alpine wetland is still a great challenge. As a long-term work, it is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active cooperation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engineering projec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future and to increase natural capacity of recovery of wetland through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anagement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to construct complete evaluation models and indicator systems for protection of alpine wetland,
and further to improve monitoring system and evaluating system f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effect are necessary. By conducting a
long-term ecological monitoring for alpine wetland ecosystem in the source reg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se Rive,
Shouqu wetland of Yellow river and Zoige wetland should be merged into the management scope of National Park as
Sanjiangyuan, which can be planed as a whole to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scientific service and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sharing.
KeywordsKeywords Tibetan Plateau; alpine wetland; ecosystem evolution; water conservation func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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